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二二八纪念仪式，市长蒋万安上台献花悼念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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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万安的第一个二二八（下）：“蒋市长”道歉后，蒋家如何与台湾和解
共生？

比起“道歉”，作为“台北市长”的蒋万安，接下来将如何回应转型正义课题，或许才该是社会关注的重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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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万安 二二八 转型正义

“身为台北市长，我深深为76年前发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马茶房附近的缉烟事件，进而导致全台二二八事件

的历史伤痛，致上诚挚的歉意。”


去年投入台北市长选举并胜选的蒋万安，因承袭蒋家红利，及其政治生涯的选择，终得直面二二八这道关

卡。如他自己所言，这是他人生“一次对于台湾现代史的近身洗礼”，也是他作为台北市长必须再三理解、

面对的责任。

然而，在二二八之前，不论外界如何质疑与反对，蒋万安仅是以“用心倾听、坦然面对”作为回应。而这对

某些二二八家属来说，并不能算是“面对”，因此进而积极制造舆论，提出抗议与诉求。


因不愿与“屠夫的后代”同台，过去几年与台北市政府合办二二八纪念活动的台湾国家联盟，选择在自由广

场另辟场子，以与蒋万安主持的仪式分头抗礼。他们在这场以“记取教训，告慰亡灵”为题的活动中，指著

中正纪念堂里的蒋介石铜像，称他是曾对台湾人民行使威权统治与国家暴力的加害者，并向其后代提出具

体建议：要经过真相、究责、认错、道歉，“如此才能够走到和解。”


认错、道歉，显然是反对者共同的诉求。但不论二二八受难家属、民间团体或抗议学生都强调，重点并不

在蒋万安个人，而是蒋万安的政治继承。

“要与蒋万安同台，可能他要先道歉。”台湾国家联盟副召集人魏瑞明解释不与台北市政府合办活动的原

因，且表述受难家属的立场后，轻声补了一句：“但道歉也不是容易的事。” 


但对与蒋万安同党籍的前总统马英九而言，道歉或许并不难。在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纪念仪式前一刻，马英

九是如此回应媒体的询问：“我道歉三十多次，至于还需不需要继续道歉，可以由蒋万安自己决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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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2月28日，台北，总统李登辉在公园内献花，悼念二二八事件中的遇难者。摄：Kuo Jih-hsiao/AP/达志影像

李登辉不只以“台北市老市长”身份道歉 


显然蒋万安对这堂台湾现代史课程，并未真正消化理解，更未看清楚李登辉

这位政治前辈在“道歉”之前，有多少具体作为。

蒋万安终究是“说”了一个道歉的动作。


但他也在讲稿中清楚展现这声“歉意”是依循前台北市长李登辉与马英九的轨迹──即使前者是以国家元首、

后者则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，表述政府的错误。李登辉因承担政府的过错而道歉，而马英九则表示体会到

家属的心境，“对事件痛定思痛，认错改变。”


即使这两位蒋万安的政治前辈对二二八的反省态度，与他们的地方首长职务没有关系，蒋万安仍答非所问

地，以“台北市长”作为这道历史难题的解法：因为担负台北市长之职，才必须直面二二八，而既然“前台北

市长”有道歉，蒋万安也可以“为发生在台北市内的不幸事件道歉”。

为了化解本土派给予的压力，蒋万安甚至抬出台派精神领袖李登辉，将“我们台北市的老市长”的谈话作为

前导：“仇恨与怨怼只会加深已有的伤痛，唯有爱心与宽容才能走出悲怆的阴影。”


显然蒋万安对这堂台湾现代史课程，并未真正消化理解，更未看清楚李登辉这位政治前辈在“道歉”之前，

有多少具体作为──

前总统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后，副总统李登辉依宪法继任其剩余任期，在1988年2月的总统就职记者会

上，便提及二二八，并开始找学者了解研究。由于他当时作为“虎口下的总统”并未完全拥有实权，故对二

二八的责任追究不置可否，直言要“往前看”，也因此饱受民间非难。



经历过几波政争后，李登辉在1990年经国民大会投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，在权力稳固后，始就民

间的呼声，给予积极的回应：指示行政院进行二二八研究，并针对该历史事件妥善处理。同年，行政院旋

即成立“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”，由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为召集人，以建碑与研究报告撰写为任

务目标。《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》于1992年公布，也意味著这个国家第一次正面面对二二八历史。

此外，在研究报告公布前后，先有受国民党主控的立法院，在院会上集体为二二八事件死者默哀一分钟，

后有行政院长郝柏村率全体阁员默哀。尽管郝柏村日后数度质疑二二八死亡人数的计算，并替蒋介石背负

的责任叫屈，都不可否认不论出于真心诚意，或迫于现实压力，当时在李登辉主政下，由国民党主导的府

院与国会，尝试面对或回应这段历史悲剧。而真正具象征意义的，自然是1995年，首座中央二二八纪念碑

在新公园峻工落成时，李登辉代表政府，首次为国民政府于1947年的暴行，向受难者家属及全体国人道

歉。

前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与李登辉的口述访谈中，曾如此纪录：1995年二二八前夕，台湾第一位留美博士、

二二八受难者林茂生之子林宗义向李登辉提出道歉的建言，甚至催促他道歉。李登辉接受建议，亲自修改

讲稿，在二二八前一晚写稿到半夜。

现任国史馆馆长陈仪深因此对端传媒表示：“这也告诉我们，国家元首面对二二八的态度或作为，并不一定

有个理性的蓝图，决定什么时候做些什么。有些事是随著历史因缘或社会条件而发生的。”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6%9E%97%E8%8C%82%E7%94%9F


2009年2月28日，高雄，示威者举著台湾独立的标语，总统马英九在纪念二二八事件的追悼会上发表讲话。摄：Wally

Santana/AP/达志影像

二二八是一场台湾人追求民主的运动 


终于在2016年，我们有了第一位女性总统，蔡英文。在二二八那个时代的知

识菁英，想改变以及追求的台湾，不就是今日你我所享有的这一切？

至于马英九所谓的“道歉”，最初发生于2006年2月27日。彼时，他以国民党主席的身分，在一场研讨会中

将二二八事件从过往国民党认知中的“族群冲突”，界定为“官逼民反”，随后表示，国军登台后，“在处理上

犯了很大的错误”。

这番谈话，被泛蓝阵营认为是“道歉”，包含蒋万安之父蒋孝严在内，都对马英九此举表示强烈反对；但在

泛绿支持者与二二八研究者眼里，马英九的言论却是简化历史推托责任，深感不以为然。

时任总统的陈水扁甚至投书批评，称二二八事件是其后长达半个世纪党国体制威权统治的序曲，不是“官逼

民反”、或因文化语言隔阂引发的警民冲突，“二二八事件在本质上是对民主全面的否定，以及对人权彻底

的戕害。”

二二八事件研究者与策展人黄惠君更是强调：“官逼民反”这个说词，是将18、19世纪台湾民变的概念来混

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。

黄惠君对二二八的研究视角角度，与一则刊登在《中华日报》上剪报有关：源于1947年3月2日——即二

二八事发后第三天，——《中华日报》的头版报导写著：台南市民大会要求市长民选。

“我意识到群众的力量，也看到清楚的民主诉求，我知道这是有灵魂的一场抗争。”黄惠君曾在著作上写道

这则剪报对她的影响，她说，即使知道二二八事件中遭国军残杀的冤魂很多，但她更想知道，将生命献祭

给台湾的人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时代？

https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paper/112291
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自由广场，台湾国家联盟自行于自由广场举办二二八七十六周年纪念会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黄惠君认为，在面对二二八的各种争论之前，必须先厘清二二八的属性是什么，“当事人是不是具有理想？

有没有组织与方向？甚至，是否起身反抗？”既然二二八事件的背景，是接管台湾的国民党统治阶级贪污腐

败的结构，那么，这则剪报所揭示的“地方选举”，便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：“这表示当时只要县市长民选，

就可以改变当时贪腐的统治结构，改变官派的情形。”

二二八事件发生前，包含蒋渭川在内的知识分子，从北到南迅速建立政党分会，就是为了提出民主选举的

诉求；事件发生后，全台各地烽起的抗争，逼得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不得不妥协，宣布7月直接民选。

“要不是蒋介石派兵镇压，二二八的反抗运动已经成功了。各地官派的县市长己交出政权。”黄惠君因此强

调：1947年的这场历史，其实是一场民主运动，“当时的知识份子，确实是紧紧捧著宪法作为武器，要求

立刻实施民主政治，以改变贪腐结构。”

蒋介石派兵镇压是对民众的杀戮威吓，对可能撼动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台湾菁英，则是令其消失。律师林连

宗、李瑞汉等人，在当时便遭到极不人道的对待，先是被秘密逮捕，再是暗杀后毁尸灭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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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，台北一间食店。 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黄惠君曾看过林连宗在选上制宪国大代表后，写给就读台中女中女儿的书信。他在信上向女儿解释：宪法

通过后，省长、县长、市长都可以直接民选，而现在的国大代表有1,600多个人，其中有80多人是女性，

“信贞，你好好努力，你也可以选大总统。”

“终于在2016年，我们有了第一位女性总统，蔡英文。在二二八那个时代的知识菁英，想改变以及追求的

台湾，不就是今日你我所享有的这一切？”以古鉴今，黄惠君举例：“我们可以说，二二八事件，在当时的

台湾，就像是发生在当代的香港争普选运动，且规模更大。”

她也不免感慨：目前人们对二二八的理解，只知有受难菁英，却未能意识到其实是民主运动的领袖被集体

密裁、暗杀。是政党组织人民、领导人民，力足以让专制统治者交出政权，才使其遭到杀害而牺牲的。

陈仪深也持同样意见，当时还是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的他甚至投书媒体，批评“官逼民反”是简化事实──

毕竟二二八受难者并不都是抗争者，像是林茂生、林连宗，甚至许多参与处委会的菁英，根本没有反抗行

动，却也都死于非命或遭夺自由，之后的绥靖、清乡，乃至日后情治机关对“戊寅分子”相关人等的监控，

都无法以“官逼民反”解释。

这位台湾史学者对于二二八研究的开展，几乎与官方同时起步——从1991年开始撰写他的第一份二二八研

究论文，并在隔年与海内外众多学者一起发布“民间版”论文集。这本论文集与官方版的《二二八事件研究

报告》同年问世。



“当时是李登辉担任总统，所以政府的反应很快。”陈仪深表示，彼时官方调查的优势，在于拥有档案，而

这些档案日后也在张炎宪与吴密察担任国史馆馆长期间汇编成册。陈仪向蒋介石请兵镇压的证据，亦在其

中。

1992年版官方所发布《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》，虽有简单提及陈仪、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、台北宪兵第

四团团长张慕陶等人的罪责，但在蒋介石的部分，仅以“失察之疵”、“考虑未周”轻轻带过。考虑到当时仍

是国民党执政，报告对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便有所保留：“故悲剧的发生实亦有当时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存

在，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。”

或许因为如此，报告中也特别言明此任务的限制：“旨在说明事实真相，并无判别责任所在的意图。” 


2005年2月28日，台北，总统陈水扁在副总统吕秀莲（左二）和台北市长马英九（左）的陪同下献花。摄：Wally Santana/AP/达
志影像

2003年，陈水扁执政时期，在“政府认为支付补偿金，责任已了；社会大众认为受难者家属获得金钱抚

慰，事情已有交代”以及“在表面纪念仪式和金钱补偿之下，二二八的历史真相反而被模糊了、被遗忘了”的

背景下，二二八事件基金会筹划二二八事件历史责任归属的研究计划，由时任基金会董事与国史馆馆长的



张炎宪担任召集人，组成调查团队，最终于2006年公布《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摘要》。

报告中认定：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，应对二二八这起不幸事件负最大责任。 


此报告一出，自称为蒋经国庶子的蒋孝严，即前往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陈锦瑝、召集

人张炎宪，与〈南京决策阶层的责任〉该章执笔者陈仪深。而检察官则在召开调查庭后，最后予以不起诉

处分。

“当时说意外也不意外，尽管我们举出这些证据，相对立场的人不至于看不懂，但情感上还是不愿意接

受。”陈仪深如此感慨。

事实上，陈仪深在研究论述中，并未将国民党打成铁板一块，他认为，1947年当时的国民党内部，也是有

明智之人，也想要解决问题，只是蒋介石不予理会。

从档案可知，当时台湾人追究的最高层级，仅是陈仪，而包含监察委员杨亮功、闽台清查团团长刘文岛都

对台湾人的遭遇很感同情，当报告上呈到中央，国防最高委员会、及国民党中常会也做出将陈仪撤职查办

的决议。换句话说，当时对于二二八事件，党政与监察系统是有监督机制的，但蒋介石仍然袒护陈仪，对

于相关建言，置之不理。

“国民党中央都知道这是问题，也承认错误。”陈仪深反问：“如果蒋介石当时查办陈仪，事情会有这么严重

吗？”

尽管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应背负的责任相当明确，陈仪深却不认为就要因此对蒋万安如此苛刻。 


“蒋万安才刚就任台北市长，不要太急著论断他，”陈仪深解释，要从他在市长任内有无具体作为，做对或

做错什么来评价他，而不是就血统论断他的资格。

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市长蒋万安出席二二八纪念活动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转型正义，“台北市长”蒋万安将如何回应？ 


不要像他父亲一样阻止两蒋浮棺迁葬五指山公墓，不要反对两蒋日记还给国

史馆，不要阻止中正纪念堂转型。

但毕竟蒋万安姓蒋。蒋介石、蒋经国这对蒋家父子在台湾实施40年的威权统治，其所造成的破坏与负面影

响，在这块土地上仍未根除；蒋家遗绪某种程度就反映在民众对蒋万安的支持上。

就连台北市文化局长蔡诗萍，都在脸书上如此表述：“我感觉得出，年轻市长的内心深处，肯定百感交集。

谁叫他，姓蒋呢？但谁又要叫他当选了台北市长呢？这都是不能闪躲的命运与责任。”

蒋万安还是闪躲了。 


他虽然出席了台北市政府主办的二二八纪念仪式，也以“台北市长”的身份“道了歉”，其讲稿仍是在尖锐处

闪躲，并未直接面对蒋家与二二八乃至其后白色恐怖的关系。

蒋万安及其团队似乎铁定主意，只要以“台北市长”的身份框架，撑过这个二二八就行。因此，不论会后记

者如何换句话说，持续追问：道歉的身分为何？道歉的对象为谁？他始终答非所问地覆述讲稿内容：“作为

台北市长”，“李登辉、马英九两位前市长也有道歉过”、“我为发生在天马茶房的缉烟事件道歉”。就连“道

歉对象是否是二二八受难者家属”这样的问题，他都没有松口回应。

但并非蒋家后代都闪躲这个议题，尤其未从政的蒋家人——同为蒋家第四代的蒋友柏，便曾主张处置中正

纪念堂 而蒋万安的叔父章孝慈在解严后 花上数年探访 八受难家属 并以东吴大学校长的身分举办



纪念堂，而蒋万安的叔父章孝慈在解严后，花上数年探访二二八受难家属，并以东吴大学校长的身分举办

追思音乐会。相较“认祖归宗”的“蒋孝严”，他虽不需有所表示，却仍赢得家属的信任与社会的肯定。

事实上，在一个民主且追求转型正义的时代，即使作为威权统治者第四代，蒋万安本人亦不需要为自己未

曾参与的威权体制负责。然社会对他必须承担蒋家政治责任的要求，正是因为台湾现下仍处于“有受难者而

无加害者”的迷区中。因此，比起“道歉”，作为“台北市长”的蒋万安，接下来将如何回应转型正义课题，或

许才该是社会关注的重点。

2023年2月28日，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，台北市议员林亮君、吴沛忆、苗博雅等人，穿上“谁是加害者”的黑衣，出席台北市二二
八纪念仪式，并分持“清除威权象征”、“停止崇拜独裁者”、“政治档案交还国家”的黑色纸板，坐在贵宾席上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台北市议员苗博雅、林亮君、吴沛忆等人，便就其民意代表职责，数次叩问蒋万安，要求他履行《促进转

型正义条例》中地方首长的应承担的工作。这三位市议员，在二二八当天穿上“谁是加害者”的黑衣，出席

台北市二二八纪念仪式，并分持“清除威权象征”、“停止崇拜独裁者”、“政治档案交还国家”的黑色纸板，

坐在贵宾席上，以沉默作为诉求。

“这些纪念独裁者空间，七十多年来，一年365天，不断折磨受难者与受难者家属。这些公共空间中怀念独

裁者的象征物，每天都在刺痛他们的心。”苗博雅在会后记者会中强调，蒋万安道歉内容，只有家属能决定

自己是否接受 作为市议员 他们只能针对编列预算供养纪念独裁者的公共空间 案 提出质疑 并强



自己是否接受，作为市议员，他们只能针对编列预算供养纪念独裁者的公共空间一案，提出质疑，并强

调：“依法清除威权象征，这是台北市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。”

而蒋万安除了台北市长身分外，也是蒋家人。对于“蒋家后代”的身分，民间团体与学者，皆认为他也有可

施为之处。例如台湾国与公投护台湾联盟，便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仪式举行前，在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入

口召开记者会要求蒋万安：“迁葬浮棺、拆除铜像”。

“要检视蒋万安在市长任内有没有做什么事，不如我们反过来看，他不应该做什么事。”曾经受到蒋孝严控

告的陈仪深，接任国史馆长一职后，仍在一些工作上与蒋家有所接触，因此，对蒋万安有所期许：不要像

他父亲一样阻止两蒋浮棺迁葬五指山公墓，不要反对两蒋日记还给国史馆，不要阻止中正纪念堂转型。

2023年2月28日早上，台北，由郑南榕基金会与民间社团共同举办的“228.0纪念行动”，游行队伍拿著白布前进。摄：陈焯𪸩/端传媒

陈仪深进一步解释，目前存放在美国史丹佛大学的两蒋日记，已得到蒋家大部分成员同意，依法交还国史

馆，惟蒋孝严始终反对；此外，前国防部长汤曜明曾于2004年接获蒋经国遗孀蒋方良书信，希望能将两蒋

安葬于五指山军人公墓，故隔年上签给总统陈水扁定夺，而陈水扁也指示依照《国葬法》妥慎办理，但就

因为蒋孝严反对，两蒋无法入土为安，“蒋家如果要跟台湾社会和解，像这样的善意他们应该要接下来。”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00707-taiwan-hao-cemetery/


对陈仪深而言，那些1947年提出“撤职查办”陈仪的国民党中执会大部分委员，便也代表著和解的一方，而

时至今日，民主化后的台湾，更要提倡“共生”，不应该再制造内部的敌人。

“但要达到和解共生，究竟是要认错才能和解，还是和解就能认错，就陷入鸡生蛋、蛋生鸡的问题。所以，

比较有自信，比较是强者态度的，应该就是愿意主动伸出手的那一个，不论你是主动认错，或是主动和

解。”

因此，陈仪深呼吁当政者必须承担责任，因为社会具有多样性，无法等到具有高度共识的那一天，而政府

的决策会有带领社会的作用，例如将中正纪念堂转型为历任总统图书馆，让蒋介石、严家淦、蒋经国的文

物与档案文书都能置于其中，就是一个和解的机会，也是建立国家共识的方法，“就如转型正义研究者的期

许，虽不是完美的正义，却是可以实现的正义。”


